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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十字军东征雇佣蒙古骑兵：一项反事实推演及其

对当代历史格局的启示 

林远* 

摘  要：本文采用反事实历史（counterfactual history）的视角，探讨一个

假设性命题：若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，拉丁西方或拜占庭—近东势力将蒙古

骑兵大规模聘为雇佣军，会对后续欧亚政治、宗教与文明格局产生何种影响。

通过梳理十字军运动与蒙古西征的时间线、动机结构与地缘约束，本文论证该

“雇佣”在历史上几无成真可能，但在思想实验中，若强行植入该变量，则可

能改写耶路撒冷归属、阿尤布—马穆鲁克政权兴替、东地中海贸易路线以及西

欧—蒙古关系，进而对民族国家形成、宗教边界与“西方—伊斯兰”叙事产生

长远影响。文末指出，此类推演的价值不在于预测，而在于揭示历史进程的偶

然性与路径依赖，以及对“西方中心”史观的反思。 

关键词：十字军东征；蒙古西征；雇佣兵；反事实历史；历史格局 

 

一、问题的提出 

十字军东征（1096—1291 年）与蒙古西征（约 1219—1260 年代）是塑造

欧亚中世纪中晚期的两股巨大力量。前者以收复圣地、保卫朝圣路线与扩张拉

丁基督教势力为目标；后者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率领下，自蒙古高原席卷

至东欧与西亚，建立四大汗国。二者在时间上有重叠（十三世纪），在地缘上有

交集（小亚细亚、叙利亚—巴勒斯坦、伊朗—伊拉克），但在史书记载中，十字

军势力与蒙古势力更多呈现为时而联盟、时而敌对、时而试探性接触的复杂关

系，而非稳定的“雇主—雇佣兵”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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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提出的反事实问题是：倘若某一方——拉丁十字军国家、教皇、拜占

庭帝国或近东的基督教政权——在关键节点上，将蒙古骑兵大规模、制度化地

聘为雇佣军（而非偶发的军事同盟），会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什么影响？这一

设问并非空想，而是建立在以下史实之上：（1）蒙古军队中确有大量非蒙古族

裔的“签军”与归附部队，其作战模式具有可被“外包”或“征调”的弹性；

（2）十字军诸国及拜占庭长期使用雇佣兵（如突厥佣兵、法兰克骑士、瓦兰吉

卫队等）；（3）十三世纪中后期，教皇与部分欧洲君主曾多次遣使蒙古，既有传

教与结盟抗伊斯兰的意图，也有对蒙古军事实力的忌惮与利用之念。因此，“十

字军+蒙古雇佣兵”在逻辑上是一个可被建构的推演对象。 

本文不试图给出确定性的“另一种历史”，而是分三步进行：其一，简要交

代十字军与蒙古在十三世纪的互动史实与时间线；其二，分析“雇佣蒙古骑

兵”在当时的政治—经济—文化约束下为何几乎不可能成立；其三，在反事实

前提下，推演若该雇佣关系成立，可能对耶路撒冷与近东、东地中海贸易、西

欧—蒙古关系以及后世史观产生的结构性影响，并据此讨论对“当今历史格

局”的启示。全文约五千字，以史学与战略学的交叉视角展开。 

二、十字军与蒙古：史实中的交汇与限度 

（一）十字军东征的阶段性特征 

十字军运动自第一次东征（1096—1099）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等拉丁国家

起，历经多次东征与反复的失地—收复。至十三世纪，阿尤布王朝的萨拉丁及

其继承者已重占耶路撒冷（1187 年后），十字军国家收缩于沿海据点（如阿

卡、的黎波里、安条克等），依赖海运与西欧增援维持存在。第五次（1217—

1221）、第六次（1228—1229）、第七次（1248—1254）、第八次（1270）东征

等，或目标转向埃及、或与当地穆斯林政权做有限妥协，圣地问题始终未获根

本解决。1291 年阿卡陷落，通常被视为十字军在东地中海建立拉丁国家这一形

态的终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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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蒙古西征的节奏与方向 

蒙古西征大致分两波。第一波在成吉思汗与拖雷时期，重点经略中亚、伊

朗与高加索—钦察草原，哲别、速不台曾深入东欧。第二波在窝阔台与蒙哥时

期，旭烈兀西征（1253—1260）攻灭阿拔斯哈里发（巴格达，1258）、击溃叙利

亚阿尤布势力、兵锋直指大马士革与加沙一带，与十字军国家及马穆鲁克政权

发生直接接触。1260 年艾因贾鲁之战中，马穆鲁克埃及击败蒙古偏师，被视为

阻止蒙古进一步南下非洲与西进地中海的关键一役。此后伊儿汗国与埃及—叙

利亚马穆鲁克长期对峙，与十字军诸国则时有“联蒙抗伊斯兰”的提议与局部

合作（如部分十字军城市向蒙古纳贡或提供补给），但从未形成统一的“拉丁—

蒙古联军”或制度化的雇佣关系。 

（三）双方接触的实然状态 

史料显示，教皇英诺森四世、路易九世等曾遣使蒙古，希望联合对付伊斯

兰势力或至少使蒙古改宗基督教；蒙古方面则多要求西方称臣纳贡，或提出共

同打击伊斯兰政权后瓜分势力范围。这些接触充满误解、仪式冲突与战略猜

忌，并未促成稳定的军事一体化。另一方面，蒙古军队的编制与忠诚结构以大

汗与诸王为核心，外族部队多以“签军”“探马赤”等形式被整编，而非以独立

雇佣军身份受雇于外国君主。因此，“十字军雇佣蒙古骑兵”在历史上既未成为

制度现实，也缺乏可参照的成例。 

三、“雇佣蒙古骑兵”为何在历史上难以成立 

从反事实分析的角度，必须先说明该假设在十三世纪所面临的结构性障

碍，才能避免将反事实推演变成纯粹的幻想。 

（一）政治与身份结构 

蒙古骑兵的战斗力与组织度高度依赖大汗—诸王—千户的垂直体系；脱离

这一体系、以“雇佣兵”身份长期效命于拉丁王国或拜占庭，意味着对原有认

同与赏罚机制的剥离，在当时的技术与信息条件下难以维持大规模存在。十字

军国家本身资源有限，支付能力与蒙古军期望的“分地、战利品、贡赋”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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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必匹配；教皇与西欧君主更不可能把一支蒙古大军长期“外包”给黎凡特的

小王国。 

（二）宗教与文化 

十字军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圣战色彩，将“异教”蒙古视为同盟已引发争

议，若将其聘为常备雇佣军，会加剧拉丁世界内部在神学与合法性上的紧张。

反之，蒙古方面对“受雇于十字军”也缺乏意识形态动力：其西征逻辑是“天

赐之命”与领土—贡赋扩张，而非为基督教君主打工。 

（三）地缘与时机 

蒙古主力西征与十字军国家的存续期在时间与空间上虽有重叠，但蒙古的

决策中心在哈拉和林与后来的伊儿汗国，其战略重心是征服与统治波斯—伊拉

克—叙利亚，而非专门为收复耶路撒冷服务。即便存在短期合作（如个别十字

军城镇与蒙古协同作战），也谈不上“十字军选择蒙古骑兵当雇佣兵”这一制度

化图景。 

因此，本文的反事实设定必须明确：我们是在“强行”假定某种历史分支

——例如，某位蒙古宗王或某支归附蒙古的突厥—钦察部队与某一十字军政权

签订了长期雇佣契约，并在关键战役中充当主力——进而追问其对后续历史格

局的影响。该假定本身在历史上高度不可能，但不妨碍其在方法论上作为思想

实验存在。 

四、反事实推演：若十字军大规模雇佣蒙古骑兵 

（一）对耶路撒冷与近东格局的可能影响 

若在十三世纪中叶，某支具备蒙古战术特点的骑兵（无论名义上是否仍属

蒙古大汗）被黎凡特十字军国家或与十字军合作的亚美尼亚等势力大规模雇

佣，并在 1260 年前后的关键战役中与马穆鲁克或阿尤布残余势力对决，则艾因

贾鲁之战的结果可能被改写。历史上，蒙古偏师因兵力分散、情报不足及轻敌

而在艾因贾鲁遭遇惨败；若此时有一支“受雇”于十字军或与之紧密协同的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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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式骑兵作为核心战力，且与拉丁步兵、当地基督教武装协同，则叙利亚—巴

勒斯坦的权力天平可能向基督教—蒙古联合一方倾斜。其结果可能是：耶路撒

冷再次落入基督教势力控制、阿尤布—马穆鲁克对黎凡特的统治被推迟或压

缩，甚至出现一个以“拉丁—蒙古共治”或“基督教王国+蒙古军事保护”为特

征的近东秩序。 

这一局面会进一步影响后世：（1）基督教圣地叙事与朝圣经济可能延续更

久，教皇与西欧的“十字军理想”不会在 1291 年遭遇象征性终结；（2）伊斯兰

政权在叙利亚—埃及的合法性叙事会有所不同，后世“圣城归属”的争议可能

以另一种时空节奏展开；（3）马穆鲁克作为“阻挡蒙古与十字军”的伊斯兰堡

垒这一历史形象可能被削弱，阿拉伯—伊斯兰史学对十三世纪的叙述也会随之

改写。 

（二）对东地中海贸易与城邦秩序的影响 

十字军国家若因蒙古雇佣军而延长存在，则威尼斯、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

共和国在东地中海的据点、商站与航线会维持更久，与亚历山大里亚、阿卡、

的黎波里等港口的贸易格局会不同于历史上奥斯曼崛起后的重组。商业资本与 

naval 力量的积累可能更多以“拉丁—黎凡特”为中心，而未必如此集中地转

向大西洋与绕行非洲。这不会直接阻止奥斯曼的崛起，但可能改变东地中海权

力转移的节奏与方式，进而影响近代早期欧洲的贸易重心与殖民扩张的时序。 

（三）对西欧—蒙古关系与“西方”认同的影响 

若“十字军+蒙古雇佣军”成为一段被书写的历史，则西欧与蒙古的关系会

更多一层“雇主—佣兵”或“同盟”的记忆。后世欧洲史学可能更强调“基督

教世界曾与东方草原帝国联手对抗伊斯兰”，而非单纯将蒙古视为“黄祸”或遥

远的神秘威胁。这会对“西方”与“东方”、“基督教”与“异教”的边界叙事

产生微妙影响：所谓“西方”的构成可能被想象为曾包含蒙古军事元素，从而

削弱那种将“西方—伊斯兰”截然二分的线性史观。反过来，若十字军最终仍

失败（例如蒙古雇佣军倒戈或与马穆鲁克议和），则叙事可能变成“西方曾依赖

异教骑兵而仍未能守住圣地”，加深对“内部纯洁性”与“外部威胁”的焦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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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哪种走向，当代关于“文明冲突”或“西方崛起”的宏大叙事都会多出一

个可供征用的历史脚本。 

（四）对民族国家与帝国记忆的影响 

近代民族国家往往从中世纪王国、公国或帝国中提炼“建国叙事”。若十三

世纪的拉丁东方存在过一支制度化的“蒙古雇佣军”，则相关地区的国家史（如

亚美尼亚、塞浦路斯、甚至后来的黎巴嫩—叙利亚一带）可能多出一段“与草

原骑兵共御伊斯兰”的记忆，被后世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史学重新诠释为“多

元军事传统”或“东西方交汇的象征”。同样，蒙古一侧的史学也可能多出一个

“曾受雇于基督教君主”的叙事线索，影响今日蒙古国或蒙古族裔对自身与欧

洲—近东关系的想象。这类记忆未必直接改变当代国界，但会参与塑造各国教

科书与公共史观，从而间接影响“当今历史格局”的文化与认同维度。 

五、对“当今历史格局”的启示与反思 

（一）历史的偶然性与路径依赖 

十字军是否雇佣蒙古骑兵，在现实中取决于无数具体决策、信息条件与制

度约束；一旦某一节点改变，后续链条会以我们难以完全模拟的方式展开。反

事实推演的价值不在于“预测另一种今天”，而在于说明：今天我们所熟悉的

“西方—伊斯兰”对立、耶路撒冷的多重象征意义、东地中海与欧洲的贸易—

政治格局，都是特定路径依赖的结果。若引入“蒙古雇佣军”这一变量，路径

会分叉，但分叉之后仍会有新的约束与偶然，未必导向一个“更好”或“更

坏”的单一结局。这有助于我们警惕历史决定论与目的论，把“当今格局”理

解为众多可能历史中的一种实现。 

（二）对“西方中心”史观的批评 

传统叙事常将十字军东征视为“西方”的扩张与失败，将蒙古西征视为

“东方”对“西方”的威胁或擦肩而过。若我们认真对待“十字军雇佣蒙古骑

兵”的反事实场景，就会看到“西方”“东方”“基督教”“草原”等范畴在十三

世纪并非泾渭分明，而是存在大量联盟、雇佣、妥协与身份重叠。这对今天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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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把“西方”与“非西方”截然对立、并用以解释一切国际秩序的做法，是一

种史学上的解毒剂：历史格局从来不是单一文明单线展开的，而是多股力量在

具体时空中碰撞、合作与分化的结果。 

（三）方法论上的限定 

本文的反事实推演建立在简化与假设之上：我们假定“雇佣”关系可以稳

定存在并参与关键战役，而未充分展开军事史、后勤与士气等细节；我们也没

有处理蒙古内部权力更迭（如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、伊儿汗国与钦察汗国的

矛盾）对“雇佣军”忠诚度与可用性的影响。因此，本文的结论应被理解为

“可能性与方向性的探讨”，而非严谨的因果断言。更精细的反事实分析需要与

军事史、气候史、经济史相结合，并明确多变量情境下的分支逻辑。 

六、结语 

若十字军东征时期选择蒙古骑兵当雇佣兵，在历史上受政治、宗教与地缘

约束而几无成真可能；但在反事实的框架下，这一假设足以帮助我们推演：耶

路撒冷与近东的归属、东地中海贸易与城邦秩序、西欧—蒙古关系以及后世民

族国家与文明叙事的形成，都可能呈现不同于今的走向。当今的历史格局——

包括圣地之争、东地中海的权力结构、以及“西方—伊斯兰”的话语对立——

由此可被看作众多可能历史中的一种，而非唯一必然。书写此类反事实论文的

意义，不在于幻想“若当年如何则今日如何”，而在于提醒我们：历史是开放

的、多线的，对“当今格局”的理解与批判，都应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。 

 

（全文约五千二百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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